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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方面的安全要素紧密相连，现已成为国

际层面大国博弈的新场域。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国家对于人口安全的关切从人口数量逐步扩展至人口质

量、人口结构与人的生存状况，“人口”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亦已进入主权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视

野。中国语境下，“人口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明确界定与广泛使用。即从“人的再生产”“人口的再

生产”“社会的再生产”三个方面归纳人口安全的概念内涵；并基于此种类型学划分，对当前制约中国人口

高质量发展的潜在重大风险进行学理阐述。国家人口安全的实现路径，需遵循优先保障人的再生产、动态

调控人口的再生产、战略优化社会的再生产的渐进路径，实现从“被动防御风险”到“主动增进安全”的人口

安全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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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言引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人口人口

安全安全””议题的战略价值议题的战略价值

作为承载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超大规模国

家，中国的人口安全正经历着历史性转变。少子化、

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已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

新特征，与之相伴的少子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的叠

加效应、人口空间配置的失衡以及人口素质与产业

升级之间的适配缺口等现实困境，成为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简言之，人口要素与国家

安全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相协调的人口规模调控、人口质量升级和人口

结构优化机制，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基础保障。另一

方面，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又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创

设了必要条件，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保障人民生存

权与发展权的完整实现，这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基本生活保障，更延伸至人的全面发展

权利与代际公平正义。2023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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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优化人口结构，维护

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1]人口的规模稳

定、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关

键支柱，这要求我们将“人口”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中

一个独立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来看待，深刻把握中国

人口的变化趋势，并前瞻地预估国家安全体系中的

系统性人口风险。

进一步而言，在国际层面，人口安全已演变为大

国博弈的新场域。全球人口变迁的结构性特征在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将进一步明显。全球总和生育

率下降的同时，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和不发达国

家的较高增长状态出现两极分化；人口老龄化的加

深引发了纵向的代际关系重构，人口的跨国流动则

重塑了横向的空间权力格局。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与

人口规模的稳定隐患触发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家庭

政策改革工程，其试图通过涵盖经济补助、公共服

务、税收减免、就业保护、文化重构等方面的综合性

干预体系提振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的保障压力驱动

了“积极老龄化”这一国际议题的提出，国家人口治

理的焦点从被动应对养老负担向主动构建积极老龄

化体系转换，通过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促进老龄人权

保护与老年参与、保障老龄照护并支持家庭照护者

等制度设计，通过激活长寿潜能应对人口年龄结构

变迁带来的现实挑战。发达国家能够通过移民政策

调整全球人口要素的重新配置，在缓解自身人口老

龄化与负增长压力的同时争夺全球人才，但也会面

临擅自入境者（Unauthorized Immigrant）引发的复杂

政治与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人口的国际性流动也

包括国际局势变迁所带来的流离失所。截至 2022
年底，全球共有3530万难民，约有570万乌克兰人由

于俄乌战争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这使乌克兰成为

仅次于叙利亚的世界第二大难民原籍国[2]。在全球

人口格局加速重构的当下，人口安全的战略价值不

仅在于单一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全球治理秩序的

重塑进程紧密关联。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人口风险逐步呈现的双重

推动下，人口要素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结。这要求研

究者超越传统的人口观局限，系统性反思人口安全

议题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价值。鉴于此，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人口发展趋势与人口问题的梳

理，以及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

个国家安全体系中人口安全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将

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在本体论层面，

“人口”如何进入国家的中心视野，进而成为一个与

“安全”相关联的分析概念，并进一步发展出“人口安

全”的独立领域？二是在认识论层面，人口安全概念

及其分析视角如何整合传统的对于人口问题的碎片

化认知，并延展对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界定？三是

在方法论层面，在人口安全的框架下，如何进一步实

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使命？

本研究期望对于人口安全的再认识，能够为国家安

全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实践提供制度优化

的综合视角，进而为全球人口发展范式的历史性转

向贡献中国智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彰显负

责任人口大国的治理担当。

二二、、人口安全的概念生成与理论内涵人口安全的概念生成与理论内涵

（一）“人口”与“国家安全”间关系的历史演进

在前现代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长期

仅以“数量”维度进入统治阶层的视野，统治者对

于人口统计与民户清查的关注，本质上在于人口

和徭役调派、赋税征收、兵员补充与社会控制的直

接相关。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

再到隋朝的“大索貌阅”、元朝的“诸色户计”、明朝

的“黄册”，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始终与土地相绑

定，封建政权既需维持人口在数量上的相对稳定，

又需要确保人口在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上的各安

其分。而在西方，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同样是统

治者的核心关切。公元前 6世纪，罗马国王塞尔维

乌斯·图利乌斯开始进行罗马人的人口普查。公

元前 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四卷明确提

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该是“足以达成

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

额”，提倡限制城邦的人口数量[3]。公元前 18年和

公元 9年，元首奥古斯都相继颁布《尤里乌斯法》和

《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两项法令，试图借助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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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敦促民众结婚生子，提升罗马帝国的人口数

量[4]。中世纪的欧洲则以教区或封建庄园为中心进

行粗放式的人口统计，记录区域内的重要生命事件

（出生、洗礼、婚礼、葬礼）。在人类文明的这一阶段，

人口要素对于国家的持续、稳定运转确实具有重要

意义，但人口仅仅是作为可供支配的、工具性的资源

而存在，人口统计与管控手段的构建本质上服务于

压迫性的统治。

17至18世纪的欧洲，人口质量与国家力量之间

的关联得到初步明确。作为全体国民的人口正式成

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作用对象，国家开始关注人口的

出生率、死亡率，关注人口、领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核心机制就是安全配置[5]。福柯在《安全、领土与

人口》中指出，17世纪的重商主义将人口视作国家

的财富和力量的基础，主张培训、分配和安排作为生

产力的人口，而到了 18世纪，重农学派首次将人口

建构为具有“自然性”的对象，对人口的干预从规训

权力的直接控制转变为了调控可以对人口施加影响

的事物[6]。在这一阶段，“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化
的人口治理采取诸如贫困救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等手段改善人口素质，而这有赖于民事登记与生命

统计（Civil Registr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的精细

化：参考普鲁士于 1748年开始编制的“国家状况历

史统计表”，其在一开始包含人口普查和就业统计，

随后逐步纳入制造商、企业、贸易往来等民事领域的

信息，1778年，原本由军事管理机构统计的信息也

被纳入表中，从历史统计表中可以一窥普鲁士的人

口全貌[7]。即便人的生活状况在国家安全与国家发

展的框架下得到了改善，但在18世纪—20世纪上半

叶，国家对于人口的关注仍旧更多基于人口的资源

性与工具性。此外，人口统计学的运用在促进社会

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导向优生学与种族歧视，如美国

1924年通过的《种族完整法》将人口按“一滴血法

则”分类，澳大利亚1901年《移民限制法案》确立“白

澳政策”，纳粹德国的“生命之泉”计划与种族清洗则

将人口优化与种族灭绝推向极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对于人口的重视以福

利国家与社会投资的双重理念作为驱动，人口的数

量、质量、结构等要素被全方位地纳入了国家的治理

范畴。从国际竞争的维度观察，冷战格局取代全面

热战后，各国普遍将人口质量的提升确立为增强综

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路径。美国于 1958年
颁布《国防教育法》，将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国家安

全密切关联[8]。以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为

代表学者的人力资本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为

“投资于人”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便后冷

战时代已然来临，人口作为国际竞争重要维度的认

知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如发达国家出台吸引海外高

素质人才的移民政策。而从民生保障的维度考察，

福利国家建立与国际人口议程设置的协同作用，客

观上促进了民生福祉的提升。各国通过社会福利体

系的建设，将国民生存发展状况的改善纳入国家治

理框架，尽管此类机制在20世纪70年代后遭遇新自

由主义改革的冲击。同时，在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

盟（IUSSP）、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等相关国

际组织的推动下，人口安全突破国界成为全球议题，

跨国人口干预项目得到执行，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国家与国际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派遣人口专

家，应对疾病、贫困、过度增长等人口问题[9]。1994
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

由 179个国家政府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

动纲领》则将“人”带回了思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核心，行动纲领的重点在于人的个人需求、

期望和权利，包括根除贫困、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

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受教育权

等具体议题[10]。

进入21世纪之后，主权国家所面临的人口挑战

不断升级，国家或政府间组织纷纷出台系统性的人

口政策，以应对低生育率危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

短缺、跨国移民融合困境等社会现实问题。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于2002年通过《马德里老龄问题国

际行动计划》，以 5年为期对战略执行效果作出评

估，制定下一个周期的战略计划[11]。日本于2004年
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同样以 5年为一个修

订周期。人口治理系统化的特征不仅体现在政策话

语中，更直接反映在各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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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1数据显示，多个发达国家在2010至2020年
间显著增加了社会保障与国民健康领域的支出占

比，而国防军事支出则呈现普遍下降趋势。这一财

政调整表明，在稳定传统军事安全的基础上，以人口

为核心的综合治理正逐步成为国家安全的重点关

切[12]。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人口

贫困与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移民与难民、疾病大流

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危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均被重构为需要全球协同应对的共同挑战。如联合

国每两年或三年发布一次《世界人口展望》，评估全

球、区域和国家的人口发展趋势，揭示未来一段时间

内可能会出现的人口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则先后制

定了《2016—2020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

计划》与《联合国健康老龄化十年：行动计划 2021-

2030》，致力于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全球达成。

综上，伴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治理模式

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全球化的深化，“人口”与

“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趋向紧密，人口逐步进入国

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视野。在其最为基础的层

面，人口国情被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关键构件，作为国

家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战略性资源而存在。而在人

类文明的演进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发展进程中，人口

的安全延伸至了对人的价值的制度性确认，“人”与

“人口”不再仅仅作为背景性的、工具性的要素而存

在，而是走到了台前。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保障全

体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

境的协调发展，正逐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

愿景。

表1 部分发达国家按类型划分的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状况（%）

注：①结合 OECD数据库中央政府支出指标的数据，作者自制；②表内各项为该项支出占中

央政府总支出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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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境下“人口安全”概念的正式提出

及其理论内涵

如果说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人口”与“国家安

全”之间的关联，或“人口的安全”的重要性逐步得到

了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人口安

全”作为独立概念的正式提出与内涵建构，实则肇始

于中国本土的学术实践。2003年的“人口、社会与

SARS”专题研讨会上，时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主任张维庆提出了这一概念，并指出“全社会应

该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人口安全的观念，真正

把人口问题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决策范畴的核心，作

为重要的决策依据。”在人口安全提出之时，其已经

包含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对中国人口

现代化的深刻认识[13]。2004—2006年间，学界形成

了围绕人口安全的研究热潮，我国于2007年正式发

布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安全问题

的考量开始出现在国家级相关文件中[14]。但随后关

于人口安全的研究热度逐渐减退，直至2014年总体

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2017年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准确把

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15]，再到“以人口

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健全人口发展支持

与服务体系”的提出，随着中国人口基本国情的变

迁，以及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对人口要素基础性地位

的再三确证，在21世纪初“人口安全”研究热潮的20
年后，对于国家人口问题与人口风险的研判、国家人

口安全体系的建设，再次成为引发理论思考的学术

焦点。

既有研究对人口安全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学

理阐释。总体而言，对于人口安全的界定可归纳为

三个主要维度：第一维度关注“人”的安全，强调个人

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如将人口安全视作“许许多多个

体组成的一个群体的生命安全问题”，以及借鉴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

类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即个体的经济安全、

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和文

化安全，以及政治安全，作为思考人口安全问题的国

际参照[16]。第二维度侧重“人口”的安全，即人口内

部要素的动态均衡，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的动态变

化，以及人口的自然结构。如将“安全的人口”界定

为人口的结构和功能处在平衡、稳定、健康的发展状

态中，天然具备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人口的

安全性在于人口的结构和功能状态[17]。第三个维度

侧重人口与其他要素的协同。从人口问题可能带来

的负面影响的角度，将人口安全视作与政治、国防、

经济等其他类型安全紧密结合的部分，强调国家社

会不因人口问题而受损害[18][19]。而在人口发展可能

带来的积极影响的角度，将人口安全界定为在一定

时期内人口要素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

相互协调，以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并进一步促进国

家综合实力的提升[20][21]。

从现有研究的理论探讨中可以看出，人口安全

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从个人生存保障到社会结

构维系的不同维度。与此同时，国家人口安全体系

的建设（或对于人口问题的界定与应对）并非追求维

系一成不变的人口状况，而是强调根据历史阶段特

征，适时调整人口支持与服务的重点，以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保障和改善人口的生存生活状

态。因此，在“分层性+动态性”的人口安全特征下，

笔者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再生产”概念及其分

析框架，对人口安全的概念作出界定。即总体国家

安全观视角下人口安全理论内涵包含以下三方面内

容：（1）人的再生产，对应着由个体生命所组成的人

口的必要存续条件，聚焦于基本的生存保障与健康

维护。这一领域主要指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包括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等范

畴；（2）人口的再生产，对应着人民安全的主体领域，

既包括人口本身的数量特征（出生率、死亡率）与自

然结构（性别、年龄），也聚焦于人口规模的动态平衡

与代际更替的结构稳定性；（3）社会的再生产，强调

的是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等重

点面向。可以认为是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对应

着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发

展，聚焦于人口空间分布、劳动力素质与教育资源配

置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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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家人口安全框架下人口高质量国家人口安全框架下人口高质量

发展的潜在重大风险发展的潜在重大风险

（一）人的再生产：生命存续的底线安全

在国家人口安全的分析框架中，“人的再生产”

居于最为基础的层级，其核心在于保障个体生命的

存续质量与基本尊严。这一概念将生命本体的安全

置于对“人口”作为一个抽象群体的关注之上，聚焦

于“人的安全”这一根本命题与个体的生存权利。从

全球视角看，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

处于不利地位，饥饿致死与清洁饮用水匮乏的生存

困境仍未消除。而即便是在物资资源相对丰富的发

达国家，国家内部的部分群体面临食物短缺、工业污

染暴露、公共卫生系统失效等危机。因此，“人的再

生产”所涉及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潜在重大风险，不

仅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命题，更是全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重大挑战。

其一，粮食不安全与营养不良。“吃饭问题”的本

质是生命能量的可持续供给，既包括摆脱饥饿，也包

括健康膳食。在国际价格波动效应、气候变化与极

端天气、地缘冲突等因素的冲击下，当前全球粮食系

统面临着粮食生产与粮食分配的悖论：一方面粮食

总产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粮食分配的地理失衡与

阶层差异加剧。2023年，全球约7.13亿至7.57亿人

（分别占全球总人口的8.9%和9.4%）食物不足。非

洲的饥饿人口比率最高，为20.4%，但亚洲的饥饿人

口（比率为8.1%）占世界饥饿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为 3.845亿。最不发达国家 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

和15至49岁女性贫血发生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营养不足与超重及肥胖并存的营养不良双重负

担在全球均有加重[22]。在“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之下，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升，但仍旧保持着

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需要依靠国际市场补充缺

口和调剂结构：2001—2022年，中国粮食进口量由

1738万吨增长至 14687万吨，粮食进口占国内产量

的比例也由不足 4%增加到 21.39%。[23]此外，我国

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突破50%，18岁及以上居民

贫血率为 8.7%，儿童的营养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

仍有 5.8%的农村儿童存在生长迟缓问题[24]。在全

民健康发展的要求下，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实

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升级。

其二，公共卫生威胁与疾病负担转型。疾病与

健康方面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生命质量，其

在当下面临两重核心挑战：首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部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波及范

围广泛，造成超700万人死亡[25]。在两年时间里，部

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吞噬了过去十余年间国际社会

在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

2021年的全球人均预期寿命降至71.4岁，健康预期

寿命降至61.9岁，回落到了2012年的水平[26]。这既

暴露出了各国医疗应急体系的短板，也反映出了国

际疾病防控体系的漏洞：全球化虽然加速了人员和

物资的流动，全球健康合作机制的建设却严重滞后。

其次便是疾病负担结构的深刻转变。心脑血管病、

中风等慢性病已取代急性感染和传染病成为全球范

围内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在中国，中风、缺血性

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肝癌成为引发人口

死亡和产生寿命损失（Years of Life Lost, YLLs）的主

要因素，肌肉骨骼疾病、精神疾病、感觉器官疾病、心

血管疾病和神经障碍所导致的残疾成为健康寿命损

失的主要因素[27]。这种从“急性传染病主导”向“慢

性病与精神障碍并存”的疾病谱转变，反映出了日常

化的健康管理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必要性。

其三，生态环境破坏与资源过度开发。作为人

类存续的物质根基，环境与资源危机不仅损害当代

人的生存福祉，更动摇人类代际延续的基础。如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 2020年《全球环境展望》中所

言：“地球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全球每年因室内

外空气污染及水污染导致逾 900万人死亡；29%的

土地出现退化，影响着 13亿—32亿人的生命和生

计；极端天气事件给贫困国家与发达国家均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小岛国家和沿海人口则需要直面

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存亡威胁[28]。《柳叶刀》发表

的一项对204个国家的研究证实，2021年，颗粒物空

气污染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诱因，占伤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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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寿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 DALYs）
的 8.0%[29]。而在资源消耗的全球失衡方面，《2024
年全球资源展望》显示，1970年至2024年，全球资源

使用量从 30亿吨增加到 1060亿吨，年均增长率为

2.3%，高收入国家的资源消耗总数是低收入国家的

6倍，经由资源消耗所产生的气候影响则是低收入

国家的10倍[30]。这种不可持续的资源攫取模式不仅

威胁到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更可能激化国际地缘政

治冲突，引发领土争端与资源争夺。因此，生态环境

与资源的安全不仅与单个国家内部的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密切关联，也与改变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

嫁发展代价的不平等国际秩序、构建“生态正义”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

（二）人口的再生产：规模稳定与结构均衡的

进阶安全

作为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性机制，在人口再生

产层面，“人口安全”对应着马克思所言的“通过生育

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生

育与死亡的自然过程，实现人口规模的动态平衡及

代际的可持续更替。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经济活

力、社会秩序与国防能力的基础支撑，更是国家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当人口规模超出资源承载阈值

时，将加剧社会竞争压力与生态负荷；而当人口规模

持续萎缩时，则会引发劳动力供给缺口、国防兵源不

足和社会保障体系承压等系统性风险，人口年龄结

构的变迁与性别比例的失调，将进一步引发多维度

的社会治理挑战。

其一，生育率的普遍下降与区域分化。国际社

会对于人口问题的关切经历了从“增长焦虑”到“萎

缩焦虑”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尔萨斯主义

全球盛行，其认为人口（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的过

快增长将对政权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平衡产

生威胁，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实施避孕技术

推广与孕产妇保健等公共卫生项目，以达到抑制生

育的目的[31]。而到了20世纪后期，伴随“人口爆炸”

的不再，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及低生育惯性的形成，

主要人口风险已从战后的人口过剩转向人口负增长

危机。 2024年，全球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降至2.25，65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低

生育率陷阱”（TFR<1.5），中国的生育率也从2000年
的 1.63降至 2023年的 1.00[32]。与生育率的广泛下

降相伴行的是生育率的地缘差异，全球新生儿分

布正经历从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的转移：

2021年，全球 29.2%的活产新生儿出生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41.3%[33]。在“人口两极化”的全球图景中，无论是

依据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经

济梯度进行划分，抑或采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

等地理分区的框架，各板块间的力量对比与国际

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均将伴随人口数量的此消彼

长进行重构。

其二，人口的自然结构（年龄、性别）失衡。在年

龄结构方面，人口老龄化浪潮已从发达国家向发展

中国家蔓延，2023年全球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4.2%，预计2050年将升至21.8%，届时高收入国家

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32.9%，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

则为 16.5%[3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1亿，在全

国总人口中占比22.0%[35]。在人口规模大、老化速度

快、高龄趋势明显的现实情境中，人口老龄化可能会

给我国带来经济生产活力弱化、公共财政收支失衡、

社会照料负担加重等风险。而在性别结构方面，

2023年全球共有24个国家性别比大于107，主要分

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个国家的性别比小于

103，主要分布在非洲、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36]。

受男孩偏好与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影响，中国的性别

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出生性别比长期在 107以
上徘徊，2005年左右到达顶峰（118）后逐步下降，且

三孩及以上孩次呈现出更高的性别比：《中国人口普

查年鉴—2020》表明，2019年11月初至2020年10月
末，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为112.28，其中一孩性别比

为 113.17，二孩为 106.78，三孩为 132.93，湖北、安

徽、福建三地的三孩性别比突破160[37][38]。长期以来

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衍生出了婚龄人口性别结

构的失衡，婚姻挤压问题构成了威胁社会稳定的潜

在风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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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的再生产：人口素质提升与配置优化

的高阶安全

社会的再生产是人口安全框架中最高层级的命

题，在国家内部人民生命安全、总量稳定与结构均衡

等基础条件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社会的再生产进一

步要求实现人口素质的提升与人口要素的优化配

置，这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在空间分布上

形成合理的人口布局，在知识技能方面培育适应时

代要求的人才，在劳动参与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口要素既需要服务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也需要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技术变革等长期挑战

与未来风险的能力。这一层级的人口安全体系建设

目标是让人口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动力源，在人口子系统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

技等社会子系统的互动中构建起良性循环，最终实

现人口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协调统一。

其一，人口空间分布不均与城乡区域发展失衡。

合理的人口分布是产业合理布局、资源优化配置和

福利平衡供给的前提和基础[39]。“乡—城”流动是中

国人口迁徙的主体。2020年，中国城镇居住人口占

总人口的63.89%，与2010年相比上升14.21%，城镇

人口增加 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16436万人[40]。

具备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农

村地区陷入规模缩减与结构老化的双重困境，城市

地区则需面临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社会保障覆盖不

足等“半城市化”问题。而在人口区域地区分布不均

衡层面，参考“七普”数据，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与新兴的成渝都市圈为代表的核心城市群持续显现

虹吸效应，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特征仍旧持续，

西北和东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的发展困境[41][42]。

区域间经济、社会、生态等的发展差距与人口流动趋

向间形成了负面循环，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带来

了挑战。此外，边疆地区的人口状况和人口治理与

国防巩固、民族团结、地区发展密切关联。然而，

2020—2023年，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常住人口仅有

广西（1.43‰）和新疆（0.77‰）保持着微弱的正增长

态势，其他陆地边疆省区均呈现人口减少的趋势，边

疆地区，特别是西南边疆及其邻省的外籍人口大幅

度增加。民族人口、流动人口、非法出入境人口错综

复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劳动力人口流失、人口老

龄化等问题交织，从而给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带来

了多重累积的人口风险[43]。

其二，教育资本积累与职教适配挑战。“人才是

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的供给质量与结构适配度直接

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国家的核心竞

争力。在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上，世界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8.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国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12年，发展中国家

为7.6年，最不发达国家为5年。中国当前全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差

距，但从出生人口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层面差距不大

（中国为15.2年，OECD国家为16.6年）[44]。科教兴国

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为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与人

口素质提升提供了基本保障，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相比，2020年，每 10万人中拥有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个体由 8930人上升为 15467
人[45]。但比起教育年限的延长或“教育不足”问题，

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问题更在于“教育错配”“技能

错配”的结构性矛盾，大量高学历人才的知识结构与

产业发展需求存在脱节，这一问题既给个人的工作

收入、个人职业发展空间与生活满意度带来不利影

响，也会制约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培养

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必然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

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有待提升。就业是

最大的民生，人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经济社

会取得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驱力，也是保障和改善

民生的必然要求。在就业充分性维度，参考世界

劳工组织《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5年 5月更新

版）》，2024年全球就业人口规模随着劳动力数量

的增长而扩大，全球失业率稳定在5%，但就业增长

仍然过于疲弱，年轻人继续面临着更高的失业率，

约为 12.6%[46]。中国的失业问题同样集中于年轻

人口：2025年 2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

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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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在校生的 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7.3%，

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亟待纾解[47]。而在就业质量

方面，2024年全球非正规就业占比 57.8%，工作贫

困率达 6.9%，“体面劳动”（Decent Work）目标任重

道远[48]。就业质量的提升涵盖劳动关系公平、社会

保障覆盖、劳动环境改善、性别平等推进、促进终

身学习与技能发展等诸多侧面，当前我国在就业

质量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劳动时间过长（2025年 1月
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9.1小时），以及

新生代农民工、快递员、骑手、主播、新媒体运营等

新兴、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缺位[49]。就业质量

的不足或低下不仅会直接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与个人尊严，更可能带来内需增长受抑、生育意愿

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等风险。

四四、、从底线保障到韧性增进从底线保障到韧性增进：：国家国家

人口安全体系的建设路径人口安全体系的建设路径

构建我国国家人口安全体系，需要遵循“保

生存底线—稳总体规模—增结构韧性”的递进逻

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统筹生命保障、代

际平衡与结构优化三重目标。这一系统性工程

要求以底线思维筑牢人口安全的生物性根基，以

动态调控维系人口规模的长期均衡，最终通过结

构性改革提升人口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形成与国

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相匹配的人

口安全治理范式。

其一，优先保障人的再生产，应以底线思维

筑牢生命存续的物质与制度基础。这一层级的

国家人口安全体系构建与国家安全的其他领域

密切关联：在食物安全领域，应在巩固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实施成果的基础上，维持我国高度自给

的粮食生产格局，确保口粮的绝对安全优势，破

解饲料粮短缺问题，并同步构建适应膳食结构升

级的多元化供给体系，推进粮经饲协同发展、农

林牧渔复合经营、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多源开发 [50]。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需依托健康中国战略框

架，着力提升全民健康基线水平，重点弥合公共

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的城乡地域差异，强化基层医

疗机构应对疾病谱转变的慢性病防控能力，并注

重加强精神健康的诊断与关怀服务获取。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则需要建立起完整的

公共卫生危机预防体系、联控联防应急机制与社

会动员机制，加之以资金保障机制优化与国际治

理平台对接，改善现有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

被动性、单一主体性与滞后性 [51]。而在生态安全

领域，需重点强化空气、水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与修复治理，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组织实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构建“多规合一”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52]。

图1 国家人口安全框架下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潜在重大风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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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动态调控人口的再生产，须在生育支

持政策与代际协调政策上发力。这一层级的国

家人口安全体系构建对应着传统家庭政策与社

会保障范畴的进一步拓展。针对生育率持续走

低的困境，需超越单纯放开生育限制的路径，构

建“经济减负—服务增能—权益保障”的三位一

体激励系统释放生育潜能，通过生育保险、生育

补贴、税收优惠、住房支持等政策降低育儿成本，

通过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照料劳动私人化带来

的生育抑制效应，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劳动转化

为公共支持体系，强化女性职工权益保障。针对

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探讨同样需要突破“就老年

群体论老龄化”的单一视角，转向全龄友好型社会

的建设，通过构建兼具普惠性与精准性的公共服

务体系，系统覆盖个体全生命周期的物质与精神

需求，将代际互助和包容发展的理念渗透到政策

规划、执行、评估、调整等各个环节。而关于以出

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为基础的性别失衡，

国家需要在“根源性治理”和“缓解性治理”两方面

双管齐下，以打击“两非”、营造男女平等社会环

境、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促进未来出生人口的性

别均衡，通过构建女性保护机制，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增加失婚人群管理服务等手

段阻断既成事实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53]。

其三，战略优化社会的再生产，关键在于破解

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矛盾。这一层

级的国家人口安全体系构建对应着更为前瞻性的

“投资于人”，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支撑中国式现

代化的推进。在人口的空间分布层面，需要推进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并举，深化户籍、

土地、财政制度的联动改革，通过“人地钱”挂钩制

度应对“半城市化”现象导致的常住人口公共服务

缺失问题，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改善乡村人居

环境、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健全乡村人才保障

机制等手段，引导人口向乡村地区回流，破解乡村

的“空心化”问题。在就业结构优化方面，应在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稳岗扩岗、吸纳就业的基础上增加对

于新就业形态的关注，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平

台监管、提升就业服务等手段，规范新就业形态的

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体系。在人

力资源结构优化方面，国家需从教育端着手优化个

体知识技能结构，强化产教融合机制，推动专业设

置与产业需求形成动态衔接；同时应着力建设高素

质技能人才队伍，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切

实提升劳动者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能力。

经由上述递进式的三重路径，国家人口安全体

系的实现路径最终需要实现从“被动防御风险”到

“主动增进安全”的范式转换。这不仅需要跨部门

政策工具的组合，更需要在人口安全的治理过程中

注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关怀，让每个个体的

生存尊严、每个家庭的生活选择、每个群体的发展

机会，都成为构筑平安中国的坚实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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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Population Security: Conceptual Essentials,

Potential Risk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Zhu Hui, Lu Jiehua

Abstract: Population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is closely linked to other security

elements. It has now become a new arena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a country's concern for population securit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population size to population quality,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uman survival condi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s also

entered the central vision of sovereign state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population security"

is clearly defined and widely used as an independent concept. Summarize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 security from three aspects:

"re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ety".Based on this typological division,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ounds the potential major risks that currently restrict China's high population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ational population security needs to follow a gradual path of prioritizing the reproduction of people,

dynamically regulating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strategically optimizing social reproduction, achieving a paradigm shift in

population security from "passive risk defense" to "active security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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